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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义】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使用化石燃料的过程中不断向大气排放 CO2等温室气体，引起

了剧烈的气候环境扰动和严重的生物危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 ~56 Ma）转折期发生了巨量的碳排放事件，碳排放速率与当前的排放进程最为接近，探索 PETM时

期的碳排放对地球宜居性影响的过程和机制，可以为预估地球未来气候变化趋势提供地质案例，具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进展】近年来，对于 PETM碳排放的触发机制问题仍存在争议，已有研究证实北大西洋火

成岩省（North Atlantic Large Igneous Province, NAIP）的岩浆活动与 PETM之间存在时间耦合性，表明 NAIP

可能触发了这一地球宜居性扰动事件，但是目前该转折期火山活动和气候环境波动的因果关系还不明晰，

其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在沉积岩中示踪火山活动记录。【结论与展望】近年来，沉积物中的汞元素浓度及

其同位素已被广泛用于示踪地质历史时期的火山活动。但是，目前对 PETM事件的汞记录研究主要集中在

靠近 NAIP 喷发区域的近岸地区，而缺乏对远离喷发中心的开阔海地区的研究，制约了对 NAIP 活动影响

范围和环境效应的认知。本文针对 PETM 事件汞沉积示踪古火山活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阐述

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梳理了 NAIP与 PETM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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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了大量的 CO₂等温室气体到大气中，导致地球

的平均气温相比工业革命之前显著升高[1-2]。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气候系统巨变，包括海平

面的显著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如极端热事件、干旱、强降水等）的频繁发生、海冰的快速

消融以及生物物种的快速消亡等[1]，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地质历史时期

发生了多次由大气中 CO2浓度升高所导致的气候变化事件，例如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3]、

早侏罗世 Toarcian 早期大洋缺氧事件 [4]、白垩纪 Aptian 早期大洋缺氧事件 [5]、白垩纪

Cenomanian 末期大洋缺氧事件[6]、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等[7-8]（图 1）。然而，由于海

陆分布格局、生物面貌和气候变化速率与当今存在巨大差异，只有少数地质事件能够为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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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变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参考。其中，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 ~56 Ma）被认为是由巨量轻碳（富 12C碳）注入大气系统所引发的快速升

温事件[9-11]，这一过程释放的 CO2总量和速率与工业革命以来人为排放最为接近[12]（图 1）。

因此，对 PETM 事件的碳排放触发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对于人类预估地球气候未来变化趋

势、了解宜居地球的演化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图 1 现今和极热事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及其速率对比图（数据来自文献[2-6,8]）

Fig.1 Comparison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hyperthermal events and their rates (data from references [2-6,8])

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13-14]是新生代中引人注目的一次极端地球宜居性扰动事件，主

要以碳同位负偏约 3‰~4‰为特征[9-11]，持续时间在 150~200 ka[15-16]。在该时期全球平均地

表温度升高了 4 ℃~6 ℃[17]，这对地球的生态、气候和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24]（图 2）。

在生态系统方面：部分底栖有孔虫灭绝[25]；浮游有孔虫多样性普遍增加[26]；出现偶蹄目、

奇蹄目、灵长目等动物[24]，哺乳动物在此期间快速演化[9]。在气候环境方面：海平面发生变

化[27]；极端降水事件频繁，气候的季节性加强[28-29]；大洋酸化[30]；海洋脱氧、部分海洋水

体达到缺氧程度[31]等。该转折期内气候、环境和生物演变剧烈扰动，被认为是大量轻碳（富

含 12C）输入到地表所致。所以，该事件是探究深时碳循环扰动对地球宜居性演变影响的典

型案例。

目前对于该转折期轻碳的来源仍存在争议。首先，有部分研究认为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的

热分解是巨量轻碳的来源，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广泛分布于陆源外围的深海沉积物中，海洋环

流的变化可能导致海底温度的升高，进而引发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和释放，导致碳同位素的

负偏[12,32-33]；其次，有些学者认为高纬地区冻土层融化，使得有机质分解，分解的有机物质

也会以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形式释放巨量的轻碳[34]。有研究认为天文轨道控制的气候变化可

能触发了这一碳排放进程[13,35-37]。第三，有学者提出了地外成因说。例如，Kent et al.[38]通过

分析大西洋滨海平原的钻孔样本，发现在 PETM 过渡期高岭土等黏土矿物富集的大陆架沉

积物中存在异常富集的磁性纳米颗粒，认为富 12C的彗星撞击地球是这一时期巨量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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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9]；有研究发现在大西洋边缘的三个海相古新世—始新世界线剖面地层中存在硅酸盐玻璃

微珠，也被认为是外星撞击地球的地质证据[40]。第四，大量研究证明北大西洋火成岩省（North

Atlantic Large Igneous Province, NAIP）的岩浆活动[8,41-44]或热液喷口复合体与有机质围岩的

接触热变质作用[45-46]可能是 PETM 时期巨量碳的来源。然而，目前火山活动对该时期气候

环境变化的因果关系还不明确，其主要的瓶颈在于环境和生物信息保存丰富的沉积岩中缺乏

火山活动记录。

图 2 PETM时期对应地质事件[19]及全岩碳同位素[20]、温度[22]、海平面[18]、海洋表层 pH[8]、氧化还原条件

[21]、生物[23-24]变化

Fig.2 Geological events[19] and changes in bulk carbon isotope[20], temperature[22], sea-level[18], ocean surface

pH[8], redox condition[21] and biology[23-24] during the PETM interval

沉积物中火山活动可以利用特殊元素及其同位素指标进行识别，如 Hg、Δ199Hg、

187Os/188Os与Δ33S等。在示踪海底火山活动时，Os（锇）同位素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47]。

沉积物中 Os同位素向非放射性 Os的转变可能是由于火山活动或陨石撞击产生的非放射性

Os的输入增加引起的。然而，仅凭 Os同位素的数据，不能完全排除陨石撞击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48]，并且其不能示踪不同圈层（如陆地系统）和大范围（如全球范围）的火山活动记

录。此外，硫（S）同位素常被用于区分平流层和对流层的火山喷发[49]，然而，现有的Δ33S

指标与火山灰层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完全吻合[50]，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估。

近来研究表明，沉积物中汞元素含量及其同位素比值可以有效示踪古火山活动[51-52]，因

此被广泛用于对包括 PETM 事件在内的多次环境扰动事件研究之中[44,52-54]。对于 PETM 事

件，研究人员发现汞含量的分布具有空间不均一性，即距离 NAIP越近，沉积物中的汞含量

越高；相反，距离 NAIP 越远，汞的浓度则相对较低[44,55-56]。此外，Jin et al.[44]依据 PETM

时期Δ199Hg的变化验证了 NAIP 火山活动与 PETM 存在因果关系。目前对于 PETM 时期火

山沉积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Hg元素含量异常的研究，关于 Hg的标准化研究等还存在一些

预
    

  出
    

  版



沉 积 学 报

问题，且缺少不同沉积环境剖面的汞同位素研究。因此，本文对 PETM 事件火山沉积汞的

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并对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进行了评述。

1 北大西洋火成岩省（NAIP）火山活动

在地质历史时期中，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往往与较大的环境气候扰动事件有关[57]。在晚

古新世，发生了大规模火山喷发——北大西洋火成岩省[58]。20世纪 90年代，Eldholm et al. [59]

提出了 PETM 期间的气候变化与 NAIP之间存在联系，随后研究人员开始深入研究火山去气

对气候演变的影响，并探索这些因素是否可能触发 PETM。大量地质年代学证据表明，NAIP

与 PETM 事件在时间上有着密切联系[43,60-61]。在东格陵兰岛地区沉积的年龄介于 56.0~55.5

Ma、厚度 5 000~6 000 m的溢流玄武岩可为此提供证据支撑[42-43,62]。在 PETM 事件开始及之

前北欧地区沉积的多层火山灰也可为 NAIP的剧烈活动提供直接证据[55,63]。此外，基于反射

地震剖面及相关钻孔资料，研究人员提出，由于大量地幔来源的熔融物质上涌并侵入北大西

洋底部富含有机质的沉积层，导致有机质受热迅速分解并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CO2、CH4），

最终导致了 PETM事件的发生[41,64-65]。除了上述研究外，前人基于 Os同位素的研究认为，

部分地区 187Os/188Os比率的变化是由北大西洋火成岩省喷发出的大量玄武岩经过风化作用

后向环境中输入非放射性 Os元素所引起的[66-68]，这也为北大西洋火成岩省与 PETM事件的

联系提供了支撑证据。

1.1 北大西洋火成岩省岩浆活动

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熔岩面积为 1.3×106 km2，岩浆体积约为 5×106~10×106 km3，主要

由拉斑质玄武岩组成[43,58]。其岩浆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发生约在 62~58 Ma，

这阶段被认为与地幔柱柱头热点初始到达有关；第二阶段发生在 57~53 Ma，其中 56~55 Ma

岩浆活动较为活跃，这一阶段与 PETM 事件在时间上存在耦合[60]。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剧

烈活动主要以火山去气的方式向大气中注入大量 CO2，从而使得碳循环系统扰动。基于硼、

碳同位素数据和地球系统模型的反演模拟，Gutjahr et al.[8]提出 PETM碳同位素和海水 pH的

协同变化需要至少 10 000 Gt（十亿吨）碳（C）注入海—气系统才能实现。另一项估算研究

认为，玄武质岩浆中 CO2含量约在 0.2~0.6 wt.%[69-70]，假设岩浆 CO2含量为 0.5 wt.%和岩浆

脱气效力约为 3.5 Mt C km-3[71]（百万吨碳/立方千米），则 NAIP 火山去气过程可能可以将

21 000~35 000 Gt碳注入海气系统之中[46]，满足上述反演模拟的碳排放需求量。这些研究表

明，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喷发和火山去气可能会形成巨量的碳源。

1.2 接触热变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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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火山喷出作用向大气释放大量 CO2之外，富有机质沉积地层的接触热变质作

用也可提供巨量的碳源[41,45]。岩浆侵入至富含有机质沉积地层，加热产生的温室气体的快速

释放可以触发 PETM 的发生[41]。有研究发现，位于挪威海的 Vøring 和Møre 盆地存在数以

千计的热液喷口[45]，Svensen et al.[64]对 Vøring盆地的侵入体进行锆石 U-Pb 定年分析，结果

显示岩浆侵入 Vøring盆地的时间为 55.6±0.3 Ma 和 56.3±0.4 Ma，这与 PETM发生时间相吻

合。据估计，挪威大陆边缘的热液喷口会释放 225~2 250 Gt碳[41]，而 NAIP岩浆侵入区域内

的有机质地层发生接触热变质作用可能释放约 13 000 Gt碳[46]。如果许多侵入体—火山通道

同时喷发，能够具有在短时间内（<100 ka）释放巨量碳的潜力[68]。这也为富有机质沉积地

层的接触热变质作用触发PETM事件的发生提供证据。此外，热液喷口复合体会多次喷发[72]，

因此，挥发物质会随着多次喷发被释放到外界环境中[73]。

2 汞指示古火山活动

2.1 汞循环

汞，俗称水银，为常温常压条件下唯一呈液态的金属[74]，在常温常压下会蒸发，主要

以气态形式存在于大气之中。汞在大气环境中主要有三种存在方式：（1）气态单质汞（Hg0）；

（2）气态氧化汞（Hg2+）；（3）颗粒汞（Hgp）[74]。在地质历史时期，火山活动和海底热

液排放被认为是海洋—大气系统中天然汞的主要来源[75-78]，此外，森林野火和陆地风化作用

增强也可以使得陆地系统中的汞释放到大气之中。火山释放的汞大多以气态单质汞（Hg0）

的形式存在，并在短时间内（0.5~2年）通过大气循环运输到全球范围[74,79]。Hg0通过光化

学反应经臭氧、卤素或羟基自由基氧化为活性 Hg2+，随后经过干湿沉降于大陆和海洋环境

中，汞在海洋中停留时间较短（几百年），容易被捕获至海洋沉积物中[80-81]。也有部分 Hg0

转化为 Hgp，Hgp通在大气中停留时间很短（天至周尺度），通过干湿沉降被移出大气系统[76,78]。

在陆地环境中，汞的主要来源为大气，Hg0被植物叶片吸收或被赋存于土壤有机质之中

[82]，随后被氧化，赋存于有机质或黏土等成分之中[83]，通过河流径流携带至湖泊、海洋之

中[84]。在水生环境中，汞以 Hg0aq、Hg2+aq、甲基汞（MeHg）、二甲基汞（DMHg）以及颗

粒汞（Hgp）和胶体汞的形式存在[76,85]，海洋表面的汞交换较为快速并延长了大气中汞的停

留时间，沉积到海洋中的 Hg2+经过一些生物或光化学作用可以被还原为 Hg0吸附在颗粒上

或直接形成甲基汞（MeHg），最终这些MeHg会转化为有机汞复合物（Hg-OM），被固存

在海洋沉积物中，完成汞的循环[86-90]（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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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然界中汞循环简图（据文献[88-90]修改）

Fig.3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natural mercury cycle (modeled from references [88-90])

2.2 汞同位素

在自然界中，汞有 7种稳定同位素，其自然丰度分别为：196Hg=0.16%，198Hg=10.04%，

199Hg=16.94%，200Hg=23.14%，201Hg=13.17%，202Hg=29.73%，204Hg=6.82%[91]。汞在循环过

程中会产生独特的同位素分馏，主要方式为：质量分馏（mass dependent fractionation，简称

MDF，常用δ202Hg表示）和非质量分馏（mass independent fractionation，简称MIF，常用Δ199Hg

表示）。汞同位素的质量分馏可以发生在各种物理（如蒸发）、化学（如化学还原）和生物

过程中，而其非质量同位素，特别是奇数非质量分馏同位素（如Δ199Hg）主要在光化学还原

作用下发生明显分馏，其他地表的生物化学过程则对其分馏影响不大[92]。因此，汞同位素

的非质量分馏可以很好地示踪地质历史时期汞的来源。汞的同位素组成常用δ值表示，具体

公式[92]如下所示：

δxxxHg（‰）=[（xxxHg/198Hg）样品/（xxxHg/198Hg）标准‒1]×1000 （1）

式中：XXX为汞同位素的质量数（199、200、201、202和 204）。

汞同位素的MIF 值用ΔxxxHg（‰）表示，为实测的δxxxHg值与以δ202Hg为参考值所得的

理论值的差值[92]：

ΔxxxHg=δxxxHg–β×δ202Hg （2）

式中：XXX为汞同位素的质量数（199、200、201和 204），β描述质量相关分馏的参数，

其具体值为：0.252 0、0.502 4、0.752 0、1.493 0[92]。

对大气不同形态汞的同位素分析表明，气态单质汞（Hg0）具有偏负的Δ199Hg值，气态

氧化汞（Hg2+）具有偏正的Δ199Hg值[93]。现代火山直接排放的∆199Hg值接近于 0‰[94]。在地

质历史时期，Hg 通过火山和热液活动从地球的深层储层释放到大气中，此来源的 Hg 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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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非质量分馏，Δ199Hg值接近零[82]。在陆地体系中，植被或土壤中汞主要以大气 Hg0为主，

这使得陆相沉积物所记录的Δ199Hg 值主要以负值为主[92]。因此，在浅海近岸环境中，陆地

径流所输入的汞元素会使得沉积物中记录的Δ199Hg为负值[95]。此外，火山输入的 Hg在长距

离运输时会被氧化为 Hg2+，通过干湿沉降至环境之中，在远洋环境或深海环境中，沉积物

中以 Hg2+为主，因此，Δ199Hg的记录趋于正值[92]。

3 PETM事件的火山沉积汞记录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已在全球分布的 19个 PETM剖面或钻孔中有汞浓度的报道[44,55-56,68,96-99]（图

4），上述剖面或钻孔的信息和数据[100-108]如表 1所示。大部分研究点位在 PETM 界线附近

地层中有汞异常值的出现，这支持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火山活动为 PETM 事件的触发机制。

图 4 PETM转折期北大西洋火成岩省及研究地区分布

古地理图改编用自 Ron Blakey©2016 Colorado Plateau Geosystems Inc.网址：https://deeptimemaps.com/（白色圆圈表示汞含量研究

点位，黄色圆圈表示汞同位素研究点位）

Fig.4 Regional map of the location of the North Atlantic Igneous Province (NAIP) and study area at 56 Ma

Geo-map adapted from Ron Blakey© 2016 Colorado Plateau Geosystems Inc. https://deeptimemaps.com/ (white circles = sites with Hg

and associated data; yellow circles = Hg isotopes and associated data)

表 1 PETM汞研究地区信息表

Table 1 PETM Hg records

研究点位 位置 经纬度 古环境及古水深 氧化还原状态 氧化还原变化发生时间

25/11-17[55] 北海盆地 59°3′27″ N，2°29′7″ E 深海盆地 / /

22/10a-4[56] 北海盆地 57°44'8.47″ N，1°50'26.59″ E 深海盆地 / /

23/16b-9[44] 北海盆地 57°26′50.208″ N，02°08′27.624″ E 深海盆地 / /

30/14-1[99] 北海盆地 56°33′37″ N，2°38′08″ E 深海盆地 / /

Fur Island[55] 北海盆地 56°49′51″ N，8°58′45″ E 浅海
缺氧[100]

（生物标志化合物）
CIE期间

E-8X[56] 北海盆地 55°38′13.42″ N，04°59′11.96″ E 深海盆地
硫化[21]

（Mo 同位素）
CIE 起始—主体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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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09/2005[55] 北冰洋 77°54′09″ N，16°12′59″ E 近岸盆地
缺氧[101]

(Th/U)
CIE期间

ACEX[55] 北冰洋 87°52′12″ N，136°12′41″ E
浅海近岸[102]

（0~200 m）

硫化[102]

（Mo 同位素）
CIE 主体阶段

Zumaia[98] 比利牛斯前陆盆地 43°18′4.5″ N，02°15′31.2″ W
深海盆地[103]

（1 000 m）

缺氧[103]

（遗迹化石）
CIE期间

Lussagnet[98] 比利牛斯前陆盆地 43°46′4″ N，00°13′12″ W
浅海

（碳酸岩台地）
/ /

Serraduy[98] 比利牛斯前陆盆地 42°19′25″ N，00°34′ 20′ ′E
冲积平原—海岸平

原
/ /

Esplugafreda[98] 比利牛斯前陆盆地 42°14′50″ N，00°45′13″ E 冲积平原 / /

Ancora[99] 美国东部新泽西州 39°41′32″ N，74°50′56″ W
大陆架[104]

（110 m）

缺氧[105]

（底栖有孔虫）
CIE 起始—主体期间

Wilson Lake[99] 美国东部新泽西州 39°39′21″ N，75°02′52″ W
大陆架[104]

（90 m）

缺氧[106]

（氧化还原敏感细菌）
CIE期间

Bass River[55] 美国东部新泽西州 39°36′42″ N，74°26′12″ W
大陆架[104]

（145 m）

缺氧[105]

（底栖有孔虫）
CIE 起始—主体期间

Millville[97] 美国东部新泽西州 39°24'0.00" N，75°4'48.00" W
大陆架[104]

（120 m）
/ /

Blake Nose[97] 北大西洋 30°03.1860′ N，76°21.4712′ W
深海

（1 500 m）
/ /

Dababiya[96] 埃及 25°30′ N，32°31′ E
浅海

（150~175 m）

缺氧[107]

（氧化还原敏感元素）
CIE 主体阶段

1262[99] 南大西洋 27°11′9″ S，1°34′37″ E
深海[108]

（3 600 m）

次氧化[108]

(MnEF)
CIE 开始约 80 kyr

3.1 汞的赋存情况

沉积物中 Hg 主要赋存于有机物、硫化物、黏土矿物等矿物相。Hg含量与表示赋存相

的总有机碳（TOC）含量、总硫（TS）含量、铝（Al）含量、铁（Fe）含量及锰（Mn）含

量进行标准化（计算汞/赋存相比值），可以评估沉积物中的 Hg富集程度及其异常机制探究

[51-52,109-110]。此外，Hg与 TOC、TS、Al、Fe和Mn之间的相关性强度可以用来表示 Hg的主

要赋存相。

不同沉积环境（氧化还原变化）会影响 Hg的循环和赋存矿物相。在氧化条件下，有机

质通常是地质历史时期和现代海相或湖相沉积物中较为重要的赋存相，其主要以 Hg-OM络

合物形式存在[87,111]。在这种情况下，沉积记录中的汞浓度通常需要与沉积物中的总有机碳

（TOC）含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后 Hg/TOC高值可以排除有机质增加导致的沉积物中

汞赋存增加的情况，从而可以作为指示火山活动的指标[112]，但当 TOC<0.2 wt%时，Hg/TOC

比值不再适用[51]。在大部分 PETM站点中，前人只报道了 Hg和 TOC的数据，且在大部分

地点两者呈适中至较强的相关性（图 5），而 Zumaia、Lussagnet、Serraduy、Esplugafr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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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Nose等研究区域记录大部分样品的 TOC<0.2 wt%，使得 Hg/TOC的值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在 PETM 时期，Bass River 地区处于缺氧环境[105]，且 Bass River 剖面的 Hg 与 TOC

相关性较差，不能简单地将其赋存矿物认定为有机物。位于深海盆地环境的 25/11-17站点，

汞与总有机碳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且不显著，可能与钻孔中汞浓度极高有关[99]。此外，在

缺氧及硫化条件下，Hg 可能会逃逸，使得沉积物中的 Hg 信号减弱，此外水体中存在游离

的硫化物，汞更有可能通过形成汞—硫化物络合物或被铁硫化物吸收的方式与硫化物相结合

[113]，从而使汞吸附在硫化物之中[52,114]，如位于北海盆地的深海盆地 23/16b-9（图 5），Hg

与 TS的相关性较高，但标准化后的 Hg/TOC与 Hg/TS呈相同的变化趋势，有机物和硫化物

可能都为 Hg的赋存相。在静海环境下，局部地区黄铁矿埋藏增加，可能会导致局部汞含量

下降[51,109]。在有机质和硫化物含量较低的情况下，由于黏土矿物具有较高的表面反应性，

汞也会吸附在黏土矿物表面[84,115-116]，位于新泽西州的大陆架 Ancora和Wilson Lake剖面（图

5）。在氧化环境中的铁锰氧化物也可能吸附汞[52,117-118]，如 30/14-1和 1262（图 5）。除此

之外，ACEX站点较为特殊，其在 PETM时期为缺氧—硫化环境[102]，处于浅海近岸环境，

沉积物中的 Hg与 TOC、Al等元素相关性较差，不能确定其赋存相。

图 5 研究点位沉积汞的主要赋存相分析

图中数字为皮尔逊相关系数，红色和绿色分别代表正相关与负相关，数据来自文献[99]

Fig.5 Dominant host phases of Hg at the study site

The numbers are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ed. positive correlation; green. negative correlation); data from reference [99]

3.2 PETM时期汞富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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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邻近 NAIP地区汞富集纪录

依据 Jin et al.[99]将北海盆地、北极和比利牛斯前陆盆地等地划分为邻近 NAIP地区（距

NAIP 4 000 km 以内）。位于北海盆地的 25/11-17、22/10a-4、23/16b-9在 PETM期间主要以

泥岩与砂岩沉积为主[44,55,119]，而 E-8X（北海盆地）与丹麦北部的 Fur Island剖面以泥岩与火

山灰层互层沉积为主[55-56]。ACEX钻孔位于北冰洋中部的罗蒙诺索夫海岭，其主要岩性为富

含有机物的泥岩[99]。钻孔 BH09/2005位于斯瓦尔巴群岛的中央盆地，以页岩沉积为主，在

古新世—始新世期间陆源碎屑输入增加[120]。Zumaia、Lussagnet、Serraduy、Esplugafreda位

于比利牛斯前陆盆地，Serraduy、Esplugafreda为陆相剖面，主要以粉砂质泥岩沉积为主[98]。

Zumaia、Lussagnet 在 PETM 时期处于海洋环境，其中 Lussagnet 地区主要为灰岩沉积，在

PETM时期可见陆源输入的砂岩及泥岩扰乱 Lussagnet的碳酸盐岩沉积[98]；Zumaia在 PETM

前后以泥灰岩与灰岩互层沉积为主，在 PETM 时期转变为泥岩，说明在此期间陆地径流增

加[121]。

在碳同位素负漂（CIE）开始之前，北海盆地及北冰洋的钻孔（22/10a-4、23/16b-9、E-8X、

Fur Island、BH09/2005、AECX）Hg浓度及 Hg/TOC（Hg/TS）值开始剧烈波动，整体上高

于背景值（图 6）。在 Zumaia、Lussagnet、Esplugafreda 等研究区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Hg异常。随后在 CIE期间，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 Hg的异常。在 CIE之后，仅有 23/16b-9、

BH09/2005、E-8X存在 Hg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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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ETM事件邻近 NAIP地区的碳同位素、汞浓度及 TOC（TS、Fe）数据

虚线表示 TOC=0.2 wt.%[51]，25/11-17、Fur Island、BH09/2005、AECX 的数据来自文献[55]；22/10a-4、E-8X数据来自文献[56,119]；

23/16b-9数据来自文献[44]；30/14-1数据来自文献[99]；Zumaia、Lussagnet、Serraduy、Esplugafreda 数据来自文献[98]

Fig.6 Carbon isotope, Hg concentration and TOC (TS, Fe) data from neighboring NAIP areas during the PETM

Dashed lines indicate TOC=0.2 wt.%[51]. Data for 25/11-17, Fur Island, BH09/2005, AECX from reference [55]; 22/10a-4, E-8X data

from references [56,119]; 23/16b-9 data from reference [44]; 30 /14-1 data from reference [99]; Zumaia, Lussagnet, Serraduy,

Esplugafreda data from reference [98]

3.2.2 远离 NAIP地区汞富集记录

位于新泽西沿海平原的 Bass River、Wilson Lake、Ancora 在 PETM 之前以富含海绿石

的砂岩沉积为主，Wilson Lake 在 PETM期间粒径逐渐变细转化为泥岩（从中—细砂，到粉

砂，再转变至黏土），而 Bass River、Ancora地区没有这种过渡段沉积记录[105]。Millville（新

泽西沿海平原）以富含有机质的粉砂岩沉积为主[97]。位于北大西洋的 Blake Nose钻孔主要

岩性为富含碳酸盐岩的远洋沉积物[97]。ODP 1262（南大西洋）在 PETM事件发生期间由碳

酸盐岩突变为泥岩[99]。位于埃及的 Dababiya在 PETM 期间主要由泥灰岩及灰质页岩转变为

含磷结核的泥灰岩[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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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之前，Wilson Lake、Ancora、Millville、Dababiya 及 Blake Nose 地区的 Hg浓度相

对较低（图 7），而在 CIE期间 Hg含量保持相对较高，然后下降至 CIE之前的值，而 Bass

River地区是在 CIE之后 Hg含量升高。1262钻孔 Hg 浓度在整个 PETM区间变化不大。

图 7 PETM事件远离 NAIP地区的碳同位素、汞浓度及 TOC（Al、Fe）数据

虚线表示 TOC=0.2 wt.%[51]，其中 Wilson Lake、Ancora、1262 的汞、Al、Fe数据来自文献[99]；Bass River的汞及 TOC 数据来自

文献[55]；Millville、Blake Nose的汞及 TOC 数据来自文献[97]；Dababiya 的碳同位素、汞及 TOC 数据来自文献[96]；Ancora的

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105]；Millville、Wilson Lake的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123]；Bass River的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20]；

Blake Nose的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86]；1262的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11]

Fig.7 C isotope, Hg concentration and TOC (Al, Fe) data for PETM remote from the NAIP area

Dashed lines indicate TOC=0.2 wt.% [51]. Hg, Al, Fe data for Wilson Lake, Ancora and 1262 from reference [99]; Hg and TOC data for

Bass River from reference [55]; Hg and TOC data for Millville and Blake Nose from reference [97]; C isotope, Hg and TOC data for

Dababiya from reference [96]; C isotope data for Ancora from reference [105]; for Millville, Wilson Lake from reference [123]; for Bass

River from reference [20]; for Blake Nose from reference [86]; for 1262 from reference [11]

3.3 汞富集的影响因素

汞浓度异常的产生往往归因于沉积物中汞含量的增加[52,124]。然而，并不能够轻易将沉

积物中汞浓度的增加解释为火山活动的结果[109,125]。沉积物中汞浓度变化受到多个因素的控

制，如陆源输入、火山排放、海水氧化还原等[126]。PETM时期各个地区沉积物中汞浓度变

化的模式不同，这可能与上述影响因素有关。

3.3.1 火山来源

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火山活动主要通过火山喷发及热液喷口复合体的喷发来影响汞循

环。火山喷发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为苏特赛式（Surtseyan-type）喷发，这种喷发方式以

在浅海海底的一个火山口反复爆发式喷发为特征，当玄武质岩浆与海水接触时会再次发生爆

炸，产生大量细粒物质（火山灰），此时会释放出 CO2、Hg等挥发性物质至大气，也会有

部分 Hg会保留在海水之中[55]；第二种为玄武岩溢流式喷发，即岩浆沿一个方向的大断裂（裂

隙）或断裂群上升，喷出地表，此时 CO2、Hg会随之释放至大气之中。而热液喷口复合体

则是由岩浆侵入至有机质盆地，在其边缘位置所形成的。热液喷口复合体的喷发会将 H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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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组分传输到海洋之中，CO2、CH4及部分 Hg也会随之被释放至大气系统[55]。

上述两种方式都会对汞富集模式产生影响，火山的间接性喷发可能形成单个的汞/赋存

相比值峰值，如 30/14-1钻孔在 CIE期间仅存在一个异常峰值，这可能为火山间接性喷发所

导致的。而连续喷发可能会使汞/赋存相比值持续异常（如 E-8X、Fur Island、BH09/2005等）。

在 CIE之前，Fur Island地区 Hg异常峰值出现的层位与地层记录中的 NAIP火山灰层相对应

[55]，E-8X 钻孔内也存在少量薄层火山灰的沉积记录[56]。在这一阶段，BH09/2005 钻孔 Hg

异常峰值与 187Os/188Os比值大幅下降[67]相对应。这说明 PETM开始之前，NAIP连续喷发所

释放的汞可能已部分注入至附近的海水中，从而使得 NAIP邻近海域沉积记录中的汞浓度出

现异常。NAIP的连续喷发也会向大气注入大量 CO2，从而促使 PETM事件的发生。在 CIE

恢复阶段，Fur Island 地区汞富集层位与多层火山灰层位相对应[55]，说明在此期间 NAIP 也

发生了火山活动。

热液喷口复合体产生的汞异常变化主要表现为在岩浆侵入后出现较大的汞/赋存相比值

异常，由此产生的汞异常可能是区域性的，如 25/11-17 站点报道的特殊 Hg 异常值

（Hg/TOC=95700 μg/kg）。Jones et al.[55]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热液喷口复合体喷发致使大部分

Hg 转移到水体中，导致局部 Hg 浓度升高，但该钻孔缺少岩心记录，PETM 阶段划分不确

定，且有油砂沉积，油气迁移也可能会导致地层中汞分布不均匀[55]，因此，并不能简单地

将其解释为热液喷口复合体喷发。

3.3.2 陆源输入

在深海环境中，沉积物中的 Hg主要来自大气的直接沉降。大陆环境中，火山活动释放

的 Hg通过降雨直接沉积在土壤之中或被植物叶片吸收。相比之下，在浅海近岸环境中，沉

积物中的 Hg既可以来源于大气沉降，也可以来源于陆源输入，从而使得浅海近岸环境中的

汞富集程度高于深水环境[52]。位于比利牛斯前陆盆地的 Lussagnet剖面在 PETM时期主要为

浅海近岸环境，PETM 之前主要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在 PETM 时期可见陆源输入的砂岩

及泥岩扰乱碳酸盐岩沉积[98]，可能有大量的汞从陆源输入，从而使得 Lussagnet地区汞富集

程度远高于邻近地点深海 Zuamia剖面及陆相 Serraduy、Esplugafreda剖面[98]。此外，Zuamia

剖面在 PETM 时期岩性由灰岩转变为泥岩，可能是区域水循环加强所致陆地径流增多[121]，

从而使 PETM 期间 Hg含量增加。BH09/2005、ACEX及新泽西沿海平原等研究区域在 PETM

时期也处于浅海近岸的沉积环境，有证据证明上述研究区域在 PETM 期间陆地径流增多

[20,107,120,127]，陆源输入增多，使得在 PETM期间 BH09/2005、Wilson Lake、Ancora、Dababiya

研究区域沉积物中的 Hg浓度升高。在 PETM时期，北海处于局限盆地环境，在 CIE主体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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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钻孔 22/10a-4的 C/N比值及古生物变化可指示陆源输入增多[119]，与此同时，邻近钻孔

E-8X钻孔沉积了少量薄层火山灰[56]，说明在 CIE期间 22/10a-4的 Hg 异常可能为火山输入

与陆地径流混合形成的。

因此，不能将浅海近岸环境沉积物中汞异常简单地解释为火山来源，需借助其他指标进

一步研究。

3.4 汞同位素的记录

仅根据沉积物中汞元素浓度来追踪火山活动记录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汞同位素可

以有效地示踪沉积物中汞元素的来源（汞同位素示踪汞来源原理见上文）。迄今为止，PETM

只有两个研究地区测定了汞同位素数据[44,128]，其中 AECX地区仅报道了一个汞同位素数据

点[128]。

在 23/16b-9站点，Δ199Hg的变化范围为-0.3‰至-0.09‰（图 8）[44]。在 PETM 开始之前

Hg/TS值出现峰值（从 60.35 μg/kg 至 134.65 μg/kg），Δ199Hg 为负值，趋于-0.3‰，结合邻

近钻孔 22/10a-4Cerodinium depressum和 Senegalinium spp.丰度变化，表明在PETM开始之前，

北海盆地地表水盐度降低和营养水平升高，陆源输入有所增加[119]，使得 23/16b-9站点沉积

了大量陆源输入的汞，从而使 CIE之前的Δ199Hg为负值。在 CIE起始阶段，Δ199Hg发生正

偏趋于 0，23/16b-9 站点在此期间出现两次 Hg/TS峰值，Δ199Hg在第一次峰值出现后开始正

偏。与此同时，北海盆地邻近站点 E-8X、22/10a-4、30/14-1 及斯瓦尔巴群岛的 BH09/2005

钻孔也出现汞异常峰值，说明火山 Hg 输入短暂增加。此外，Os同位素数据也可为这一阶

段火山活动的爆发提供证据[68]。在 CIE恢复阶段，Hg浓度与 Hg/TS 值出现峰值，Δ199Hg值

发生正偏，表明在此阶段可能存在火山活动。同时，TOC/TN比值也有所升高，说明陆源输

入有机质增多[129]，这可能反映火山来源 Hg多于陆地输入的 Hg。而 CIE过后，Δ199Hg开始

负偏且有 Hg峰值的出现，TOC/TN比值与 CIE恢复阶段变化不大，说明这一阶段的 Hg可

能源于陆地输入，或为火山来源 Hg 少于陆地输入的 Hg。此外，岩浆侵入至富有机质沉积

物所释放的汞也可能呈现负的Δ199Hg[126]，但在 23/16b-9站点缺乏与 PETM时期相对应的热

液喷口沉积记录。因此，23/16b-9站点汞同位素仅能确定 CIE起始阶段的 Hg为火山来源，

但无法确定负Δ199Hg值所指示 Hg的确切来源。

此外，PETM碳同位素负偏主体阶段，23/16b-9汞浓度的变化与汞同位素波动不能完全

对应。在主体阶段，23/16b-9的 Hg浓度与 Hg/TS值基本保持不变，且 TOC/TN比值无明显

下降趋势，但Δ199Hg发生正偏，已有的数据不能完全解释在此阶段Δ199Hg 的变化[44]。归根

结底，仅凭单个研究区域的汞同位素数据很难区分汞的确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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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3/16b-9钻孔有机碳同位素、Hg/TOC、Hg/TS、TOC/TN、Δ199Hg数据图（数据来自文献[44]）

Fig.8 Organic carbon isotopes, Hg/TOC, Hg/TS, TOC/TN and Δ199Hg (data from 23/16b-9 reference [44])

4 存在问题

利用汞富集及其同位素示踪 PETM 时期 NAIP 的火山活动，可以为探究大火成岩省与

PETM之间因果关系提供有力证据。现有的工作发现沉积物中汞的富集情况主要呈空间分布

且受沉积环境影响，与 NAIP 距离越近，汞富集程度越高，这支持了汞富集事件与 NAIP火

山活动之间的联系[55-56,98]。此外，已发表的汞同位素数据也为 PETM 期间存在火山活动提供

了证据[44]。但目前仍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1）使用汞浓度及汞同位素指示古火山活动

对于大部分站点，研究人员仅用汞与总有机碳标准化，没有考虑氧化还原等条件的影响。

而沉积物中汞的含量变化会受到陆源输入、火山排放、氧化还原条件及汞的赋存情况等的影

响。仅考虑汞赋存于有机质的情况可能会低估了汞的富集程度。除此之外，仅有少部分研究

站点有火山灰或 Os同位素等证据证明汞为火山来源[55,97]。但并非所有的汞富集都来自火山

的输入，仅根据沉积物中汞元素浓度不能确定汞元素的来源。此外，汞同位素示踪 PETM

时期沉积物中汞元素的来源仍存在很多问题。前人研究将接近于零的Δ199Hg值解释为火山来

源[44]。但对于负Δ199Hg值的解释还存在争议，在陆地体系（土壤、植被和沉积物）中Δ199Hg

值主要以负值为主[92]，而岩浆侵入富有机质盆地发生接触热变质作用时，Δ199Hg 值也可能

偏负[126]，所以在使用汞元素及其汞同位素示踪火山时，需从多方面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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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 NAIP 侵位的认识尚不明确

目前的研究认为 NAIP发生的剧烈岩浆活动，火山去气或岩浆侵入到富含有机质的沉积

物中，向大气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CO2、CH4），导致全球范围的持续升温，使得碳循环

系统不稳定性增加，最终突破系统临界点，诱发巨量还原性碳库（天然气水合物、冻土）分

解释放，从而使得 PETM 事件的发生[56]。但靠汞含量及汞同位素仅能为北大西洋火成岩省

的火山活动与 PETM 存在时间联系提供证据，尚不能确定轻碳的来源及北大西洋火成岩省

的侵位机制。

3）缺乏全球范围的研究

想要了解确认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喷发规模及火山活动强度，需要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

的沉积相背景下对全球范围展开研究。目前已发表的汞数据主要集中在靠近 NAIP喷发区域

的北半球，特别是汞同位素数据相对较少，部分地区汞富集的时期与已有的汞同位素所指示

的不完全相同。此外沉积汞研究区域较为局限，主要集中于邻近 NAIP的浅海或深海盆地之

中。还需要对全球范围内其他沉积环境（如开阔海环境及陆地环境）地区展开汞含量及其同

位素研究。

5 结论与未来展望

总的来说，对于 PETM时期沉积物中 Hg元素记录和火山活动的关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仅靠 Hg元素含量变化不能准确地示踪火山活动记录，需要借助汞同位素和其他指标综

合示踪火山活动记录。此外还需借助地球系统模型等工具来定量研究汞同位素所指示的火山

活动的碳排放量，以便进一步研究火山活动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从而更好地预估地球未

来气候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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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ifican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uman activities have resulted in the

sustained release of greenhouse gases, including carbon dioxide (CO2) into the atmosphere. This has been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combustion of fossil fuels, and threatens profound climatic disturbances,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s and widespread biological crises. Similarly,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

~56 Ma) represents a period of massive carbon release into the atmosphere, occurring at a rate strikingly

comparable to current anthropogenic carbon emissions.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that regulated carbon release during the PETM. Such knowledge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impact of these emissions on the Earth’s habitability. Furthermore, these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our attempts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present-day and future climate

change. It is consequently of the highest scientific importance to study this ancient climatic event, as it offers a

natural experiment for evaluating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contemporary carbon emissions on global climate

dynamics and ecological stability. [Progress] The trigger of the PETM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debate

among scholar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Despite extensive research, the exact mechanism that instigated the

massive carbon release during the PETM remains unresolved, although the findings of recent studies have

indicated a temporal correlation between magmatism in the North Atlantic Large Igneous Province (NAIP) and the

PETM. Thi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volcanic activity in NAIP was likely to be have been the trigger of the climatic

perturbation. While this hypothesis adds to our insights into the triggering mechanisms of PETM event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act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canic activity and climate fluctuations during

this transition period remains incomplete.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a full establishing this relationship is the

difficulty of accurately tracing volcanic activity in the sedimentary record during this period, due to the complex

nature of volcanic products and their subsequent alteration over millions of years and the problem of identifying

and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ifferent volcanic events.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Recently, mercury (Hg)

concentrations and their isotopic compositions in sediments have emerged as promising tools for tracing volcanic

activity throughout geological history. However,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focus on the Hg record of the PETM was

largely limited to near-shore areas proximal to the NAIP eruption sites.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Hg

concentrations in sediments from open-ocean regions located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the eruption centers,

leaving a significant gap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roader exten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AIP. The spatial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restricted our ability to fully assess the global impact of volcanic emissions on the Earth’s

climate and ecosystems during the PETM.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the use of mercury deposition as a tracer of ancient volcanic activity during the PETM. It identifies

existing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suggests key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It also reviews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olcanic activity of the NAIP and the climatic events of the PETM,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furthe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o resolve outstanding issues and refin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ritical period in the

Earth’s history.

Key words: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North Atlantic Large Igneous Province; mercury

concentrations and isotopes; ocean deoxyg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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